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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代言还是主播“场外代言”？

——两种代言类型对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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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直播带货的发展赋予了主播更多的营销价值，这种营销价值不只局限在直播间

内，品牌商也会利用主播直播带货的溢出效应来推动产品销售，但少有研究剖析这种方式的有

效性。本研究基于意义迁移模型和说服理论，通过实验研究探讨了明星代言和主播“场外代言”
两种代言类型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并对该影响关系的内在动因和边界条件进行了探究。

研究一采用2×2组间实验设计，发现：搜索型产品选择明星代言，体验型产品选择主播“场外代

言”，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更强；体验型产品选择主播“场外代言”，消费者的感知质量更高，进而

购买意愿更强。研究二采用2×2×2组间实验设计，发现：对于不知名的搜索型产品品牌，明星代

言更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对于知名的搜索型产品品牌，明星代言和主播“场外代言”对消

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无显著差异；体验型产品品牌无论知名还是不知名，选择主播“场外代言”
都更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品牌代言领域的研究，也为网红主播研究提

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为商家有针对性地选择产品代言方式提供了较为具体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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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网红主播群体在移动互联时代迅猛发展，被大众所熟知与接受，他们带来了全新的网红直

播经济，并凭借时代红利成为当下的新型名人（孙婧和王新新，2019）①。主播线上导购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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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伴随着直播带货的兴起，很多非专业主播也会进行直播带货，给直播界带来了多样性，为避免主体概念混淆，本研究的主播是指专门从
事直播带货的主播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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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可以比拟真实的购物场景，提升消费者的在线购物价值（刘凤军等，2020），刺激消费者的

冲动型消费（龚潇潇等，2019），也让主播们成为商家最具冲击力的前沿“代言人”（韩箫亦和许

正良，2020）。Miller和Allen（2012）认为代言不仅包括官宣代言（explicit endorsements），也包括

隐性代言（implicit endorsements）（即我用这个品牌）和共现代言（copresent endorsements）（即我

和品牌一起出现过）。现实中主播和产品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且主播进行了产品体验和推荐购买

等行为，因此主播直播卖货实际上属于共现代言的一种。部分品牌商会放大主播与产品的共现

行为，在直播结束后，使用主播和产品的共现图片、视频或文字进行宣传，为产品贴上“某某直

播间产品”或“某某主播推荐”的标签。在此情形下，该名主播即为该品牌产品的“另类”代言人，

本研究称之为“主播‘场外代言’”。主播“场外代言”是相对于主播直播间内带货而言的一种由品

牌商发起的宣传活动，品牌商利用主播直播带货的溢出效应进行额外的品牌宣传。回顾现有文

献，关于主播“场外代言”的研究尚属空白，而主播“场外代言”正成为品牌商新的宣传方式。

2020年特殊的时代背景让“直播带货”成为家喻户晓的热议话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直播

间购物或购买主播推荐的产品，主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主播“场外代言”已经不能忽视。

与传统代言类型相比，主播“场外代言”是否能收到更好的代言效果尚不得而知。在各种传

统代言类型中，明星代言是最为普遍的一种，众多品牌商会选择当红明星作为其品牌代言人。

明星代言的有效性也已被广泛调查（Bergkvist和Zhou，2016），拥有庞大粉丝群体的明星可以凭

借自身影响力吸引消费者关注品牌信息，将粉丝对明星的关注转移到明星代言的品牌产品上，

从而使消费者提升对产品的购买意愿来表达他们对明星的喜爱（Escalas和Bettman，2017），而
且消费者通常都很清楚明星代言会得到报酬（Friestad和Wright，1994）。主播则以产品体验官

的身份进行产品体验，通过与用户实时互动以及分享自己的直观感受和专业意见来吸引消费

者进行产品购买（Hu等，2017；陈海权等，2020）。主播“场外代言”是直播带货的延伸，品牌商进

行的“某某直播间产品”或“某某主播推荐”的宣传，可能会使消费者认为该产品经过了主播的

筛选和直播间内消费者的认可，从而信任该产品或进行直接购买等。因此，主播与品牌商的利

益关系区别于明星与品牌商的利益关系，这表明主播“场外代言”和明星代言存在性质差异，代

言效果也可能不尽相同。

意义迁移模型（meaning transfer model）提出名人是有影响力的文化符号，消费者将名人与

特定的自我和生活方式属性联系起来，然后通过购买名人代言的品牌来感知名人生活方式的

意义。消费者假设这些象征意义会转移到他们身上，从而建立和增强自我认同（McCracken，
1989；Moraes等，2019）。消费者的产品选择和购买偏好会受到品牌属性的影响，根据意义迁移

模型，代言人作为连接企业品牌和消费者的重要纽带，会将自身属性传递给品牌产品，然后被

消费者感知，是消费者感知质量、购买产品的重要参考因素（McCracken，1989；丁夏齐等，

2005；何浏等，2011）。消费者对明星代言感知更多的是明星知名度，明星会根据代言协议利用

自身知名度为品牌做宣传推广，属于纯商业性质的宣传活动。消费者对主播“场外代言”感知更

多的则是主播推荐的专业性，主播会针对产品给出专业建议并与直播间内观众交流感受，并通

过短视频、图文宣传以及用户口碑等方式传递到直播间外，属于经验共享性质的推荐活动。消

费者对两种代言类型的产品感知必然存在差异，二者的代言效果也势必不同。同时需要指出的

是，不论哪种代言类型都不会对所有类别的产品同样有效（Schimmelpfennig和Hunt，2020），也
不会对品牌知名度不同的产品产生同样的代言效果。Rossiter和Smidts（2012）发现，有些代言

人和产品匹配会产生很好的效果，并且可以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而另一些则不会产生好的

效果，甚至会产生负面作用，以致于使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降低或丧失。以往学者也进行过多次

研究，选定不同的代言人类型和产品类别变量，探究不同类型组合方式的代言效果（Staffor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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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Zhu等，2019；Schouten等，2020）。品牌商及推广公司最关注的问题是：特定产品选择哪一

种代言方式效果更佳，更能吸引消费者购买？而目前学界关于主播“场外代言”效果的研究以及

此种代言方式与明星代言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差异的研究还较为匮乏，不足以为品牌商做

出合适的代言选择来实现品牌宣传效益最大化提供理论依据。

鉴于此，基于意义迁移模型和说服理论，本文拟聚焦于明星代言和主播“场外代言”两种代

言类型，试图完成以下工作：第一，考察对于不同类别的产品，两种代言类型对消费者购买意愿

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第二，揭示品牌代言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心理机制，为上述影响

提供有价值的解释视角。第三，明确产品类别和代言类型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可能存在的

边界条件。本文的结论将为品牌商合理选择代言类型、制定适宜的品牌推广策略提供有益的

参考。

二、  理论基础与假设推演

（一）说服理论与品牌代言

说服理论表明说服是一种信息传递过程，说服者通过一些方式将信息传递给他人，旨在让

其改变态度或接受某种观点。说服过程涉及信息源、信息、信道和信宿（统称为SMCR）四个要

素，这四个要素共同决定说服过程是否能达到效果（Berlo等，1969）。在品牌代言领域，代言人

是信息源，品牌广告内容是信息，诸如视频、图文、广播等广告传播工具是信道，广大消费者是

信宿。品牌代言人通过信道将品牌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即完成一轮信息传递过程，接下来消费

者会对信息进行处理。如，消费者可能会将明星代言人的知名度信息转移到品牌产品上，认为

品牌产品与明星一样知名；主播的直播间推荐行为可能会影响场外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这都

是消费者针对所接收信息的最初感知与观点，而说服理论的自我功效分析(self-validation
analysis）表明，消费者在接收到信息并形成初始观点之后，还会对该观点进行再分析，即思考

自己是否确信或怀疑其初始观点（Petty等，2002）。
知名度是明星代言的最基本特征，也是其主导特征。消费者看到明星代言产品的第一印象

可能是该品牌也是知名的或即将变知名，然而消费者会进行再思考，分析该明星是否只传递了

产品知名度而没有其他因素，产品质量是否和知名度一样可靠。同理，专业性是主播“场外代

言”的主导特征，消费者看到主播“场外代言”的第一观点可能是该产品属性比较可靠，然而消

费者会进行再思考，分析该产品是否知名。当消费者思考自己是否确信或怀疑其初始观点时，

不同信息源或不同信息内容所传递信息的说服效应会存在差异（马向阳等，2012）。
同一产品类别的信息由不同类型代言人传递，以及不同产品类别的信息由同一类型代言

人传递，所产生的说服效果都不尽相同（Choi等，2005；Kim等，2013）。以往学者对具有最佳代

言效果的组合方式进行过多次研究（Stafford等，2002；Zhu等，2019；Schouten等，2020），本研究

也会通过选定不同的代言人类型和产品类别变量来探求能使代言效果最佳的组合。本研究选

定两种品牌代言方式，一种是在知名主播直播间对产品进行“种草”，然后冠之“某某直播间产

品”的名称，使得主播成为该产品的“场外代言人”。该种代言方式是第一次被学界研究，具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另一种代言方式是明星直接代言品牌产品，该种代言方式被品牌商广泛选择，

也已被学界深入研究，具有比较好的对照价值。根据自我功效分析，消费者在进行思考时，考虑

最多的是质量可靠性和产品知名度信息，而产品知名度信息可以直接在网络中查询，因此，本

研究在进行产品类别划分时，充分考虑消费者在购买产品之前对产品信息的感知质量差异，结

合Nelson（1970）的研究，将产品类别划分为搜索品和体验品。对于搜索品，消费者可以搜索到

产品相关信息并形成对产品质量的感知，例如电子产品和书籍文具等；而对于体验品，虽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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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信息可以被消费者搜索到，但产品质量和属性需要在购买体验后才能被感知，例如化妆品和

零食等（郭燕等，2018）。
（二）两种代言类型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

由于代言人类型和产品类别的不同，代言效果会存在差异。Djafarova和Rushworth（2017）
通过质性研究发现有影响力的网络红人对受访者购买意愿的影响要大于传统明星，因为受访

者认为网络红人更可信，并且受访者能够与网络红人（而非传统明星）建立更亲近的关系。

Schouten等（2020）的实证研究表明传统明星代言和网络红人推荐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存在差

异。明星和主播的形成机制与培养机制皆不相同，明星可能是因为突然的作品或事件而走红，

而主播必然要经历从草根到网红的过程，因此，二者的个人形象和个人属性也有所差异。明星

代言更多的是利用自己的知名度来吸引粉丝和普通消费者群体关注代言产品。直播带货的核

心是周而复始的产品销售，通过强化老用户、激活新用户、转化其他用户的方式来促进直播带

货的良性发展，因此，主播“场外代言”更多的是直播带货的附加属性，消费者通常认为这是品

牌商为宣传产品而采取的行为，主播没有额外的报酬。

根据意义迁移模型，名人会将个人形象和已有“人设”迁移到产品上，使产品具有名人的形

象意义，因此不同类型的代言人会迁移给产品不同的形象意义，从而使消费者对产品产生不同

的感知与购买意愿。消费者是有限理性的，他们往往会对自己消费选择的考虑范围进行限制，

因此，寻找与产品一致性高的名人作为代言人有助于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认识，降低消费者在

选择产品时的矛盾，更好地提升消费者的购买意愿（Fleck等，2012）。对于搜索型产品，消费者

在购买前即可获得产品相关信息并形成自我感知，代言人的专业属性对产品的既有属性影响

不大，消费者会更多地考虑代言人的其他属性，如名气声望和道德声誉等，而明星相对于主播

往往拥有更高的名气声望，在这种情况下，与主播“场外代言”相比，明星代言可能会使消费者

的购买意愿更强。对于体验型产品，其质量和属性需要在购买体验后才能被感知，消费者会更

多地考虑代言人的专业性和可信度，主播对产品的深度体验和专业分析在这种情况下更有优

势，因此，与明星代言相比，主播“场外代言”可能会使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更强。综上分析，提出

如下假设：

H1a：相比于主播“场外代言”，搜索型产品选择明星代言方式，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更强。

H1b：相比于明星代言，体验型产品选择主播“场外代言”方式，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更强。

（三）两种代言类型影响购买意愿的实质性内在动因

Zeithaml（1988）将感知质量定义为消费者关于产品的优越性或总体卓越程度的判断，顾

客感知质量具有主观性、抽象性、相对性和非全面性等特征，是消费者产生购买意愿和发生购

买行为的重要前因。已有研究表明，感知质量会影响消费者的产品购买意愿，感知质量越高，消

费者的购买意愿就越强（费明胜和李社球，2007）。当消费者感知到产品代言人的专业知识与产

品相匹配时，他们对产品的认知评价会显著提高，对产品的购买意愿也会增强（Fink等，2004）。
品牌商要利用外部线索将产品质量信息传递给消费者，以此来减少消费者对产品的不确定性

感知并提升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同时，外部线索可信度可以显著增强外部线索质量和产品感知

质量之间的关系（Wells等，2011）。因此，品牌商选择名人代言，一方面是通过意义迁移模型将

名人的形象迁移到产品上来赋予产品新的含义；另一方面也是通过信任机制来加强名人对产

品的背书效果，借此来向消费者传递产品质量可靠的信息。

相对于搜索型产品，购买体验型产品的消费者倾向于使用更多的外部信息来评估产品质

量，这些消费者更看重来自其他消费者的评价信息以及来自非品牌方的产品信息说明（Bei等，

2004）。这是因为消费者很容易获取搜索型产品的信息并做出感知评判，而消费者对体验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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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知觉、触觉和味觉等一系列属性信息很难通过产品介绍等方式进行体验与评判（张茉和陈

毅文，2006）。因为消费者对两种类型产品既有属性的了解程度和了解方式存在差异，所以不同

的代言人类型对消费者产品质量感知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消费者可以很容易地对搜索型

产品的属性进行了解，而且对产品的各方面属性都能了解得比较全面，消费者直接或间接获取

的产品信息足以让他们充分感知产品质量（Weathers等，2007）。品牌商通过名人代言的方式对

消费者感知产品质量的提高程度可能比较有限，更多的还是通过代言来传递名人的其他属性。

由此可以推断，对于搜索型产品，在明星代言和主播“场外代言”两种代言方式下，消费者对产

品的感知质量没有明显差异。

消费者很少能通过外界获得体验型产品的属性信息，体验感知的差异也增加了消费者购

买体验型产品的风险。因此，品牌商会选择产品代言等方式来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感知质量。

主播经过长时间的直播间销售积累了足够的信誉，即使偶尔“翻车”，也不影响人们对主播的信

任。主播立足于直播带货领域，其运作团队也会从产品源头把质把关，让主播成为消费者心中

产品鉴定和推荐领域的专家。品牌商选择主播“场外代言”的方式进行产品宣传能够帮助消费

者降低对产品质量的不确定性感知，进而使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更强。明星代言往往不具备足够

的专业水平，更多是传递知名度和吸引力给代言产品，甚至产品匹配程度也不如吸引力重要

（Liu等，2007）。本研究不否认聘请成功优秀的明星来代言以及进行高昂的广告制作本身就是

一种品牌承诺和产品高质量信号的传递（Erdem和Swait，1998），只是认为主播的推荐专业性以

及推荐客观性相比于明星代言的知名度与吸引力更能提升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可信度的判断。

由此可以推断，体验型产品选择主播“场外代言”方式，能更好地提升消费者的感知质量，进而

提升产品购买意愿。综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a：对于搜索型产品，明星代言和主播“场外代言”对消费者感知产品质量的影响无显著

差异。

H2b：相比于明星代言，体验型产品选择主播“场外代言”方式，消费者的感知质量更高，进

而购买意愿更强。

（四）品牌知名度对代言类型与购买意愿关系的影响

品牌知名度是品牌被消费者熟悉的程度。当给定一个品牌名称时，如果消费者能够认出或

者回想起该品牌，那么不论消费者对品牌的认知是主动获取的还是被动获得的，都表明该品牌

具备较高的知名度（Keller，1993）。品牌知名度越高，消费者对该品牌及其产品的信任水平就越

高。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会有一个潜在的标准，他们将品牌知名度作为参考因素，一般认为知

名度高的品牌会比不知名品牌更可靠（Lu等，2014）。不知名品牌要想打开消费者市场，就需要

借助外物向市场传达品牌知名度以及品牌可信度等信息，如选择名人代言、赞助知名赛事、与

知名品牌合作等。

在大多数情况下，名人的吸引力能够增强消费者购买代言产品的意愿（Zwilling和
Fruchter等，2013）。当知名品牌和不知名品牌都选择名人代言的方式进行品牌营销时，市场会

出现同质化现象，品牌无法突出自己的优势。类型不同、品牌知名度不同的产品如何选择合适

的代言类型来突出产品特色，以往研究并未深入探讨。品牌商要将最符合产品的信息传递给消

费者，随着消费者对产品认识的不断加深，会产生动态异质性，消费者会将该产品与其他品牌

的产品区别开（Ariely，2000）。对于不知名品牌，传统上品牌商首先要提升品牌的知名度，让更

多消费者认识品牌。对于搜索型产品，消费者可以很容易地获取产品属性信息，因此该类产品

更多的是要提升自身名气而非质量可信度，选择具有高名气的明星代言可能会比选择具有高

专业度的主播“场外代言”效果更好；对于体验型产品，消费者不能轻易获得产品属性信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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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该类产品更多的是要提升质量可信度而非名气，选择更加专业和更具体验感的主播“场外代

言”方式可能会比选择高名气的明星代言效果更好。对于知名品牌，提升品牌知名度已经不是

品牌商最主要的工作，打造优质品牌、吸引更多消费者是知名品牌需要关心的问题。对于搜索

型产品，选择名人代言传递的是品牌对消费者的承诺和质量保障，无论选择哪类名人代言，都

旨在表达产品一如既往的高标准，因此知名的搜索型品牌产品选择明星代言和主播“场外代

言”，效果差异不明显。对于体验型产品，虽然两种代言方式都能传递给消费者品牌高标准信

号，但对于品牌的潜在消费者而言，产品体验依然缺乏，因此存在一定的购买风险，品牌选择更

加专业和更具体验感的主播“场外代言”方式可能能够更好地缓解甚至消除潜在消费者的感知

风险，因此相比更凸显吸引力和知名度的明星代言，主播“场外代言”的效果可能更好。综上分

析，提出如下假设：

H3a：对于搜索型产品而言，不知名品牌选择明星代言更能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知名

品牌明星代言和主播“场外代言”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无显著差异。

H3b：对于体验型产品而言，无论是知名品牌还是不知名品牌，选择主播“场外代言”方式

都更能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本文通过两项递进的实验研究来验证上述假设，研究一和研究二均采用虚拟情景实验法。

研究一以蓝牙耳机品牌和自热小火锅品牌为刺激物来考察产品类别与代言类型对消费者感知

质量与购买意愿的交互影响，即检验假设H1a、H1b、H2a、H2b。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思考不

同的品牌知名度是否会影响上述作用机制。由此，我们用研究二来验证不同品牌知名度与代言

类型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交互影响，即检验假设H3a、H3b。

三、  研究一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旨在检验两种不同代言类型对消费者的不同产品类别感知价值以及购买意愿的影

响，即检验假设H1a、H1b、H2a、H2b是否成立。本研究采用2（产品类别：搜索型产品/体验型产

品）×2（代言类型：明星代言/主播“场外代言”）的组间实验设计。

此外，为了提高内部效度，本研究与以往研究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即观察到的效应不

针对真实品牌（Escalas和Bettman，2017）。使用真实成熟的品牌容易引起被试的联想记忆，且很

难在实验中改变被试对品牌的现实态度，因此本研究只向被试表明实验品牌是某蓝牙耳机品

牌或某自热小火锅品牌（Miller和Allen，2012）。而对于代言人的展示，本研究采用平面印制图

片广告作为实验刺激材料，为了更加贴近现实，营造良好的实验环境，不对代言的明星和主播

做匿名处理，这也得到以往研究的支持（何浏等，2011；Zhu等，2019）。
首先，我们通过资料搜集和集体访谈分析确定了搜索型产品为蓝牙耳机，体验型产品为自

热小火锅。自嗨锅、海底捞等品牌在2020年初的疫情期间免费向武汉医护人员捐赠自热火锅，

加之自嗨锅在电影《囧妈》中的植入，让自热小火锅在疫情期间成为热销爆款之一。《2020淘宝

直播新经济报告》显示，某款自热小火锅成为年度爆款TOP4，充分表明自热小火锅销售火爆，

符合本研究的主题需求。与其他体验型产品相比，自热小火锅的受众群体性别均衡，来自天猫

2019年的数据表明自热小火锅的30岁以下消费群体占比达67.36%，受众群体呈现年轻化特

征，也符合本研究的对象选取标准。而且自热小火锅市场拥有众多品牌，被试不易被某个或某

些品牌所限定。综合考虑，本研究确定选取自热小火锅为体验型产品。搜索型产品在以往的研

究中多为手机，然而本研究考虑在目前的消费市场中，几大主要手机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已经非

常高，消费者更容易受到既定印象的影响，且新品牌相对难以进入，准入门槛较高。相对于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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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蓝牙耳机品牌更多更丰富，且准入门槛低，市场竞争大，消费者不容易受到既定印象的影

响，且由于有线耳机的使用在很多场景受限制，蓝牙耳机逐渐成为消费者的必备产品。因此，为

减少外部信息带来的不可控因素，综合考虑，本研究确定选取蓝牙耳机作为搜索型产品。

为确定合适的明星代言人以及主播实验人选，本研究选择了9名大学生进行集体访谈。我

们请大家结合当下明星代言情况（本研究不考虑已有耳机代言和自热火锅代言的明星）、与拟

代言产品的匹配度、当下人气和知名度以及当下主播专业程度等限定条件，每人选择3位明星

和3位主播，然后根据被提及次数做一个简单的筛选。首先,筛选出被提及次数最多的2位明星

以及2位主播，让在场9名大学生进行二选一投票确定实验人选。其中7名选择王一博为明星人

选，2名选择郭麒麟为明星人选；6名选择李佳琦为主播人选，3名选择薇娅为主播人选。其次，为

确保实验参照物选择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我们又筛选出被提及次数前五的明星和主播人选，进

行产品匹配程度测量。选择G*Power 3.1.9.7的单样本t分析，当设定双侧检验、效应量（d）为0.5、
显著性水平为0.05、Power值为0.8时，至少需要样本量为34，我们共有53名学生被试参与，样本

量合适。我们先列出蓝牙耳机（A）和自热小火锅（B）产品，询问被试这两种产品的属性偏向（采

用7点量表，分数越低表明搜索性越强，分数越高表明体验性越强），然后每种产品分别对应5位
明星和5位主播，采用7点量表（1=完全不匹配，7=完全匹配）让被试对两种产品的代言匹配程

度进行评分。分析发现蓝牙耳机（M=3.190，SD=1.665）和自热小火锅（M=5.600，SD=1.062）的产

品属性选择正确。以0为检验值的单样本t检验显示，郭麒麟[MA=5.547，t(52)=38.528，p<0.001，
Cohen’s d=5.293；MB=5.415，t(52)=33.303，p<0.001，Cohen’s d=4.573]、王一博[MA=5.736，
t(52)=38.777，p<0.001，Cohen’s d=5.326；MB=5.216，t(52)=26.009，p<0.001，Cohen’s d=3.572]匹
配得分均显著大于4，且分别是蓝牙耳机匹配度的前三以及自热小火锅匹配度的前二。李佳琦

[MA=5.132，t(52)=26.041，p<0.001，Cohen’s d=3.627；MB=5.245，t(52)=26.409，p<0.001，Cohen’s d=
3.578]、薇娅[MA=5.377，t(52)=30.970，p<0.001，Cohen’s d=3.908；MB=5.566，t(52)=28.451，
p<0.001，Cohen’s d=4.255]匹配得分均显著大于4，且是蓝牙耳机匹配度以及自热小火锅匹配

度的前二。上述4名人选符合要求。最后，本研究结合大数据分析，判断上述人选是否符合实际

代言情况。通过信息搜索发现耳机类品牌商和零食类品牌商选定的品牌代言人，性别多为男

性，明星人选符合实际；通过对目前国内几大网购平台进行内容检索发现，存在很多“李佳琦推

荐”和“薇娅推荐”产品，且种类繁多不局限，主播人选符合实际；因此该票选结果符合大数据趋

势，满足实验要求。最终根据投票情况，研究一选择王一博为明星人选，李佳琦为主播人选。

（二）实验过程和变量测量

由于大学生对直播带货以及明星相关信息都具有一定的涉入度，因此本研究选择大学生

作为实验对象具备可靠性（何浏等，2011）。实验一有效被试为209名，其中男生72人（占

34.45%）、女生137人（占65.55%），平均年龄21岁。选择G*Power 3.1.9.7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当组

数为4、自由度为1、效应量（f）为0.25、显著性水平为0.05时，样本量为209的Power值为0.949，超
过基本水平0.80，表明样本量合适。由于被试的性别和年龄未产生任何显著影响，故未将其纳

入后面的统计分析。

第一步，在实验开始前告知每一名被试此次实验的目的是了解消费者对品牌推广的看法，

实验结果仅供学术研究之用，所有实验测量题项均无对错之分，只需根据个人情况进行选择，

请各位被试认真阅读填写，独立完成，不要相互交流。第二步，在确保每名被试了解实验目的和

要求之后，基于双盲原则，打乱实验材料顺序反面朝上，向每名被试随机发放一份实验材料，被

试也不知晓其他人的内容。实验材料中首先有一段实验情景描述以及一张代言人和产品共现

的图片，不同的实验材料情景描述内容相似但主要变量不同。情景文字描述为以下两类：“请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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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种场景：‘您打算购买一款蓝牙耳机（或自热小火锅），而此时您恰好发现某品牌的蓝牙

耳机（或自热小火锅）找了王一博作为品牌代言人，品牌方在内容介绍中表明该款蓝牙耳机性

能齐全，价格适中（或该款自热小火锅使用方便，安全便捷）。’您明白该场景的话请选择数字

2。”以及“请您想象一种场景：‘您打算购买一款蓝牙耳机（或自热小火锅），而此时您恰好发现

某品牌的蓝牙耳机（或自热小火锅）近日在李佳琦直播间进行过售卖，且现在该产品宣传页面

被加注醒目的‘李佳琦直播间推荐’，品牌方在内容介绍中表明该款蓝牙耳机性能齐全，价格适

中（或该款自热小火锅使用方便，安全便捷）。’您明白该场景的话请选择数字2。”在情景描述处

增加一个问项，确保被试认真阅读材料，以提高实验的内部效度。被试在阅读完实验情景材料

和图片后，填写实验测量题项。测量题项由感知质量、购买意愿和人口统计变量三部分组成。被

试填写完毕之后进行实验材料回收，并向被试表示感谢。

我们在情景材料文字描述中加入了“品牌方在内容介绍中表明该款产品性能齐全，且产品

价格适中”等文本字样，尽可能控制其他无关变量对本研究结果的影响。同时为确保研究结果

的可靠性，需要保证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符合规范，因此本研究的量表均参考经多次验证的已有

研究的成熟量表，并根据中国消费者情境对有些量表稍作语句修改。量表皆为李克特（Likert）
五级量表，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感知质量参考王海忠等（2007）的量表，共包

含五个题项；购买意愿参考Dodds等（1991）的量表，共包含三个题项（参见表1）。
 

表 1    量表题项

测量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量表信度 参考来源

感知质量

该产品值得信赖 0.758

Cronbach’s α=0.724 王海忠等（2007）
该产品的设计非常先进 0.649
该产品具有很高的品质 0.663
该产品的质量非常可靠 0.684

该产品的使用效果非常好 0.688

购买意愿
我有很大的可能性购买该产品 0.859

Cronbach’s α=0.788 Dodds等（1991）我愿意购买该产品 0.792
我会向其他人推荐该产品 0.863

 
 

（三）结果分析

首先，以产品类别、品牌代言类型为自变量，消费者购买意愿为因变量进行2×2方差分析。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代言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205)=7.031，p<0.01，ηp
2=0.033]，产品类别的主

效应不显著[F(1，205)=0.466，p=0.496>0.1，ηp
2=0.002]，但重要的是，品牌代言类型与产品类别

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交互效应显著[F(1，205)=40.493，p<0.001，ηp
2=0.165]。进一步进行简单效

应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在搜索型产品类别下，明星代言的消费者购买意愿均值（M＝3.827，
SD＝0.059）大于主播“场外代言”的消费者购买意愿均值（M＝3.604，SD=0.063），且差异显著

[F(1，205)=25.240，p<0.001，ηp
2=0.110]；在体验型产品类别下，主播“场外代言”的消费者购买意

愿均值（M＝3.945，SD＝0.058）大于明星代言的消费者购买意愿均值（M＝3.404，SD＝0.060），
且差异显著[F(1，205)=15.874，p<0.001，ηp

2=0.072]。这说明，搜索型产品的品牌商选择明星代言

方式，相对于主播“场外代言”，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更强，假设H1a得到验证；而体验型产品的品

牌商选择主播“场外代言”方式，相对于明星代言，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更强，假设H1b得到验证。

其次，以产品类别、品牌代言类型为自变量，消费者感知质量为因变量进行2×2方差分析。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代言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205)=5.346，p<0.05，ηp
2=0.025]，产品类别的主

效应显著[F(1，205)=21.340，p<0.001，ηp
2=0.094]，而且品牌代言类型与产品类别对消费者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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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交互效应显著[F(1，205)=16.415，p<0.001，ηp
2=0.074]。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检验，结果如

图2所示，在搜索型产品类别下，虽然明星代言的消费者感知质量均值（M＝3.859，SD＝0.055）
略大于主播“场外代言”的消费者感知质量均值（M＝3.763，SD=0.058），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不显

著[F(1，205)=1.476，p=0.226>0.1，ηp
2=0.007]；在体验型产品类别下，主播“场外代言”的消费者

感知质量均值（M＝3.731，SD＝0.054）大于明星代言的消费者感知质量均值（M＝3.377，
SD＝0.056），且差异显著[F(1，205)=20.773，p<0.001，ηp

2=0.092]。这说明，对于搜索型产品的品

牌商而言，在明星代言和主播“场外代言”两种方式下，消费者的感知质量差异不显著，假设

H2a得到验证；而对于体验型产品的品牌商而言，相对于明星代言，在主播“场外代言”方式下，

消费者的感知质量更高。接下来继续对假设H2b进行检验。

最后，为检验假设H2b，我们参照Hayes（2017）的研究，采用process中的model 4进行验证。

该方法相比于传统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同时进行依次检验法和Bootstrap方法，通

过估计95%置信区间的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这既简化了分析流程，让结果更清晰直观，

也能在检验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多方法处理，自身已然具备稳健性检验的效果。本研究设定

Bootstrap样本量为5 000，结果显示在体验型产品类别下，消费者感知质量的中介效应显著

（BootLLCI=0.177，BootULCI=0.418，区间在95%的置信水平上不包含0），中介效应值为

0.290（总效应值为0.542）。综合来看，对于体验型产品类别，选择主播“场外代言”方式，消费者

的感知质量更高，进而产品购买意愿更强。假设H2b得到验证。

（四）讨论

本研究以明星代言和主播“场外代言”为刺激物，检验了不同产品类别下消费者的感知质

量和购买意愿的差异。结果表明产品类别和代言类型的不同组合方式会对消费者的感知质量

和购买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相比于主播“场外代言”，搜索型产品选择明星代言方式，消

费者的购买意愿更强，而且搜索型产品选择两种代言方式对消费者的感知质量没有显著的影

响差异；相比于明星代言，体验型产品选择主播“场外代言”方式，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更强，而且

选择主播“场外代言”也更能提升消费者的产品感知质量，进而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假设

H1a、H1b、H2a、H2b均得到验证。但研究一的实验结论有待进一步完善，本研究以虚拟品牌为

研究对象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实验结果的准确性，但不能完全考虑到真实品牌的发展历

程及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品牌属于新生不知名品牌还是老牌知名品牌不得而知，不能保证研

究结论具有普适性，因此，研究二将围绕品牌知名度再次进行实验。我们在同一产品类别下细

分出知名品牌和不知名品牌，进一步讨论对于同一类别不同品牌知名度的产品，两种品牌代言

类型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是否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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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二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旨在检验品牌知名度对两种产品类别不同代言类型下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即

检验假设H3a、H3b是否成立。本研究采用2（产品类别：搜索型产品/体验型产品）×2（代言类型：

明星代言/主播“场外代言”）×2（品牌知名度：知名品牌/不知名品牌）的组间实验设计。本研究将

所有被试随机分配至八个实验组中，并沿用研究一的实验设计，确定蓝牙耳机为搜索型产品，

自热小火锅为体验型产品。为避免代言人选择带来的实验误差，研究二选择郭麒麟为明星人

选，薇娅为主播人选。

（二）实验过程和变量测量

实验二有效被试为217名，其中男生82人（占37.79%）、女生135人（占62.21%），平均年龄

21岁。选择G*Power 3.1.9.7的双因素方差分析，当组数为8、自由度为1、效应量（f）为0.25、显著

性水平为0.05时，样本量为217的Power值为0.956，超过基本水平0.80，表明样本量合适。由于被

试的性别和年龄未产生任何显著影响，故未将其纳入后面的统计分析。

研究二的实验过程基本和研究一相同，部分调整如下：第一，研究二将被试随机分配到八

种实验情景中。第二，实验材料的情景描述内容有调整，情景文字描述为以下两类：“请您想象

一种场景：‘您打算购买一款蓝牙耳机（或自热小火锅），而此时您恰好发现某知名（或不知名）

品牌的蓝牙耳机（或自热小火锅）找了郭麒麟作为品牌代言人，品牌方在内容介绍中表明该款

蓝牙耳机性能齐全，价格适中（或该款自热小火锅使用方便，安全便捷）。’您明白该场景的话请

选择数字2。”以及“请您想象一种场景：‘您打算购买一款蓝牙耳机（或自热小火锅），而此时您

恰好发现某知名（或不知名）品牌蓝牙耳机（或自热小火锅）近日在薇娅直播间进行过售卖，且

现在该产品宣传页面被加注醒目的‘薇娅直播间推荐’，品牌方在内容介绍中表明该款蓝牙耳

机性能齐全，价格适中（或该款自热小火锅使用方便，安全便捷）。’您明白该场景的话请选择数

字2。”第三，代言人和产品共现图片中的代言人换成本组代言人。量表沿用研究一的量表，购买

意愿参考Dodds等（1991）开发的量表，共包含三个题项（因子载荷分别为0.764、0.797、0.849，
Cronbach’s ɑ系数为0.724），量表的信效度依然可靠。

（三）结果分析

从品牌知名度类型的操控上看，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高品牌知名度下消费者购买意

愿的均值（M＝3.767，SD＝0.489）大于低品牌知名度下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均值（M＝3.454，
SD＝0.589），且差异显著（t＝4.258，p<0.001），通过G*Power 3.1.9.7计算得到Cohen’s d=0.579，
说明品牌知名度操纵成功。

以产品类别、品牌知名度、代言类型为自变量，消费者购买意愿为因变量进行2×2×2方差

分析。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产品类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1，209)=0.005，p>0.1]，品牌知名度的主

效应显著[F(1，209)=26.040，p<0.001，ηp
2=0.111]，代言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209)=4.651，

p<0.05]，产品类别与品牌知名度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1，209)= 0.459，p>0.1]，产品类别与代言

类型的交互效应显著[F(1，209)=47.253，p<0.001，ηp
2=0.184]，品牌知名度与代言类型的交互效

应不显著[F(1，209)=0.018，p>0.1]，最重要的是，产品类别、品牌知名度、代言类型三者的交互

效应显著[F(1，209)=14.950，p<0.001，ηp
2=0.067]。这初步表明品牌知名度会影响代言类型与消

费者购买意愿的关系。接下来，分别在搜索型产品类别和体验型产品类别下进行简单效应检

验。其中，搜索型产品类别下N=111，购买意愿三个题项因子载荷分别为0.774、0.765、0.897，
Cronbach’s ɑ系数为0.743；体验型产品类别下N=106，购买意愿三个题项因子载荷分别为

0.784、0.807、0.851，Cronbach’s ɑ系数为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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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索型产品类别下，以品牌知名度、代言类型为自变量，消费者购买意愿为因变量进行

2×2方差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当品牌具有高知名度时，明星代言的消费者购买意愿均值

（M＝3.833，SD＝0.080）略大于主播“场外代言”的消费者购买意愿均值（M＝3.769，SD=0.080），
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不显著[F(1，107)=0.318，p=0.574>0.1，ηp

2=0.003]；当品牌知名度较低时，明

星代言的消费者购买意愿均值（M＝3.700，SD＝0.075）大于主播“场外代言”的消费者购买意愿

均值（M＝3.149，SD=0.076），且差异显著[F(1，107)=26.586，p<0.001，ηp
2=0.199]。这说明，在搜

索型产品类别下，高知名度品牌选择两种代言类型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无显著差异，低知

名度品牌选择明星代言更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假设H3a得到验证。

在体验型产品类别下，以品牌知名度、代言类型为自变量，消费者购买意愿为因变量进行

2×2方差分析。结果如图4所示，当品牌具有高知名度时，主播“场外代言”的消费者购买意愿均

值（M＝3.917，SD＝0.110）大于明星代言的消费者购买意愿均值（M＝3.589，SD=0.099），且差

异显著[F(1，102)=4.898，p<0.05，ηp
2=0.046]；当品牌知名度较低时，主播“场外代言”的消费者购

买意愿均值（M＝3.889，SD＝0.104）大于明星代言的消费者购买意愿均值（M＝3.040，SD=0.108），
且差异显著[F(1，102)=31.981，p<0.001，ηp

2=0.239]。这说明，在体验型产品类别下，无论品牌知

名度高低，选择主播“场外代言”都更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假设H3b得到验证。

（四）讨论

本研究采用不同于研究一的明星和主播代言人选，不仅再次验证了产品类别与代言类型

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而且验证了产品类别、品牌知名度、代言类型三者对

消费者购买意愿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知名度的搜索型产品选择两种代言

类型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无显著差异，低知名度的搜索型产品选择明星代言更能激发消

费者的购买意愿，验证了假设H3a；体验型产品无论知名度高低，选择主播“场外代言”都更能

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验证了假设H3b。这一结果深化和拓展了研究一的结论，在不同的品

牌知名度下，产品类别与代言类型的不同组合会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换言

之，品牌知名度构成了激发消费者购买意愿的边界条件。由此，本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有关品牌

代言情境下消费者购买意愿的研究，也表明品牌商应该根据产品类别和品牌知名度情况，科学

合理地制定品牌推广策略，选择合适的品牌代言类型，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购买产品。

五、  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明星代言和主播“场外代言”两种代言类型对消费者感知质量和购买意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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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这一影响会受到产品类别和品牌知名度的制约。本研究基于意义迁移模型和说服理论，

通过两项递进的实验，逐步验证了不同产品类别下代言类型对消费者感知质量和购买意愿的

不同影响以及同一产品类别不同品牌知名度下代言类型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不同影响。主要

结论如下：第一，产品类别与品牌代言类型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存在交互影响，在搜索型产品类

别下，品牌商选择明星代言方式更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而在体验型产品类别下，品牌商

选择主播“场外代言”方式更能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意愿。第二，感知质量是体验型产品类别和品

牌代言类型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内在动因，在搜索型产品类别下，明星代言和主播“场外代

言”对消费者感知产品质量的影响无显著差异。第三，品牌知名度会影响产品类别和品牌代言

类型与消费者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对于高品牌知名度的搜索型产品，两种代言类型对消费者

购买意愿的影响差异会消失，对于低品牌知名度的搜索型产品，依然是明星代言方式更能激发

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而体验型产品无论品牌知名度如何，选择主播“场外代言”方式都更能激发

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二）理论贡献

第一，本研究拓宽了学者们对代言类型的考虑范围，并对代言效果的现有研究进行了有益

补充。已有研究多关注传统明星多品牌代言或多明星单品牌代言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何

浏等，2011；冉雅璇等，2020），本研究以Miller和Allen（2012）的论点为基础，探究了产品与主播

的共现代言形式，尝试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代言方式，即主播“场外代言”，并比较了这种代言

方式和明星代言对不同类型产品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差异。考虑到在数字经济时代，明星代

言仍保持着自身的固有优势，而主播“场外代言”存在巨大潜力并拥有区别于明星代言的独特

优势，本研究在虚拟实验情景下对二者进行了深入比较验证，得出了不同产品类别下最优的代

言类型选择，为研究不同产品类别的品牌商如何选择品牌代言类型问题提供了更为新颖独特

的视角。

第二，本研究推进了网红直播和消费者行为关系的研究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了网红直播的

发展，同样也赋予了主播名人效应，拓展了主播的影响边界。然而以往研究仍主要关注主播的

直播间内属性以及直播间内举止与消费者行为的关系（龚潇潇等，2019；陈海权等，2020），没有

进一步探究主播的名人效应辐射作用，忽略了主播的场外效应，对网红直播的研究不够深入。

本研究初步探讨了主播的场外效应，通过对比主播“场外代言”和明星代言对不同产品类别消

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延伸了网红直播的研究边界，深化了对网红直播的研究，并有效提升了

已有的理论及研究成果在网红直播经济领域的应用价值。

第三，本研究丰富和拓展了产品属性的理论研究。过往研究对产品的分类多止步于产品类

别属性，如搜索型产品与体验型产品、享乐型产品与功能型产品等，在大的品类中得出研究结

论。本研究选择先从大品类划分为搜索型产品和体验型产品，然后将同一类别产品细分为知名

品牌产品和不知名品牌产品，深入揭示了品牌知名度属性对代言效果的影响，得出了更具针对

性的研究结论。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更为具体的产品细分类别参考，具有

理论价值。

（三）管理启示

第一，从品牌推广的角度来看，本研究对于品牌商更好地选择品牌代言类型、拉近品牌与

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品牌商要避免无谓的营销成本，尽量实现品牌宣传效

益最优化，在选择是明星代言还是主播直播间带货时要考虑品牌属性以及产品类别，选择合适

的代言途径。对于低知名度的搜索型产品，最好的选择是找明星代言来打开品牌知名度，让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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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消费者知道并去搜索感知自家产品，然后凭借产品质量收获更多的消费者。对于高知名度

的搜索型产品，既可以选择明星代言也可以选择主播直播间带货，此时品牌商应考虑产品推广

需求，例如知名品牌推新品，可以选择明星代言打开新品知名度；知名品牌扩大销量，可以去主

播直播间进行销售，并在事后选择主播“场外代言”，取得二次销售成果。对于体验型产品，更好

的选择是主播直播间带货，既可以发挥主播直播时的亲身体验效果，也可以发挥主播“场外代

言”的附加价值，使品牌推广取得更好的效果。

第二，从营销实践的角度来看，本研究为主播扩大场外效应并创造直播附加价值以及明星

更好地代言体验型产品提供了理论借鉴。主播的影响力已经不局限在直播间内，特别是知名网

红主播，更是拥有自己的粉丝群体，具备名人效应。因此，新人主播首先应完善自我素质以及提

升自我素养，清楚地认识到在达到网红主播层次后还存在更广阔的平台。网红主播要利用自己

的名人因素，积极拓展自己的场外效应。主播的场外效应不仅仅体现在被品牌商作为场外代言

人的宣传过程中，主播也可以主动与品牌商或其他组织合作开展公益慈善活动，积极承担作为

名人的社会责任，树立积极正面的场外形象来影响粉丝群体，并反作用于直播间，实现主播的

良性可持续发展。同时，在更加注重个性化需求的今天，明星群体单凭知名度和吸引力很难收

到更好的代言效果。因此，明星要寻找新的特征属性来吸引消费者，比如可以通过Vlog以及其

他短视频形式来分享日常使用代言产品的体验等，既可以拉近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也可以让

消费者感知产品体验过程，来弥补明星代言与主播特征的属性差异，提升明星在代言市场的竞

争力。

第三，从服务监管的角度来看，本研究为直播平台监管方有效管理主播群体、规范主播行

为以及挖掘潜力主播提供了学术支撑。本研究从学术角度证实了主播具备场外效应，主播也会

利用自己的场外效应为自己谋取更多利益。作为直播平台监管方，要充分了解本研究的结论并

认识到主播的场外效应真实存在，进而根据主播不同的知名度特性去约束主播行为。直播平台

监管方既要约束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行为，制定一系列主播约束条例和违规管理条例等；也要规

范主播的场外行为，禁止主播通过不正当炒作牟取不合规利益等。一方面，平台方要和主播合

力发挥自身流量作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正能量；另一方面，平台也要着重培养优

质主播，并发掘具备优质主播潜质的新人主播，提升主播的综合素质，实现直播领域的良性

发展。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虚拟情景实验法，不能保证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会真实地转化为购买

决策，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虚拟购物网站设计并辅以眼动实验来进行实验研究，观测消费者的

重点关注内容以及具体消费行为。其次，本研究是以情景文字搭配代言人与产品图片的形式进

行设计的，虽然以往研究证实了该方法的有效性，但在短视频营销快速兴起的时代，研究人员

亦可以尝试通过合成短视频的形式进行实验设计操作。最后，本研究在实验一中试图通过感知

质量来分析产品类别与代言类型的组合方式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中间机制，但除此之外，可

能存在其他的情绪变量或消费者心理因素影响购买意愿，未来的研究可以对此进行更深入的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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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Endorsements or Streamer “Outside-the-Session
Endorsements”?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wo Endorsement Types on Purchase Intentions

Han Zhao1,  Du Gang1,  Xiong Aihua2,  Zhang Han3

（1.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3. Institute of Economics, 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inan 250002, China）

Summary: The development of live streaming has given streamers more marketing value, which
is not limited in the live streaming session, and brands tend to use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streamers to
promote product sales. After the live streaming, some brands use the co-presence of the streamer and the
product to publicize, and label the product as “recommended by the streamer”. In this case, the streamer
is  the  alternative  endorsement  for  the  product,  which  is  called  “streamer  ‘outside-the-session
endorsements’” in this study. However, the current literature rarely analy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approach.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star endorsements, it is not known whether streamer “outside-the-
session endorsements” has a better endorsement effect. Based on the meaning transfer model and the
trust theory,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impact of star endorsements and streamer “outside-the-session
endorsements” on consumer purchase intentions through 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s, and explores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It includes two research questions: First, for different
types of products, do the two endorsement typ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onsumer perceived
quality and consumer purchase intentions? Second, for products of the same category with different
reputations, do the two endorsement typ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onsumer purchase intention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above two questions through 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1
aims to test the first research question, using a design of 2 (search-based products / experience-based
products) × 2 (star endorsements / streamer “outside-the-session endorsements”). Research 2 aims to
examine the second research question, using a design of 2 (search-based products / experience-based
products) × 2 (star endorsements / steamer “outside-the-session endorsements”) × 2 (well-known brands /
unknown brand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product categories and endorsement types have an interactive impact
on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s. Under the search-based product category, brands’ choice of star
endorsements can more arouse consumer purchase intentions; while in the experience-based product
category, it is better to choose the streamer “outside-the-session endorsements”. Under the experience-
based product category, perceived quality is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that affects consumer purchase
intentions; while under the search-based product category,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mpact
of endorsement types on consumer perceived quality. Brand awareness will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 categories and endorsement types on consumer purchase intentions. For search-based
products with high brand awarenes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endorsement types on consumer
purchase intentions will disappear; while search-based products with low brand awareness are still better
to choose star endorsements. And regardless of the brand awareness of experience-based products,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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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to choose the streamer “outside-the-session endorsements”.
This study expands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network streamers, extends the research of streamers

from the live streaming session to outside the live streaming sess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streamer “outside-the-session endorsements” for the first time,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research of network streamers. On this basis, the research scope of endorsement types has been enriched
and broadened.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streamers, and also
endowed the network streamers with celebrity effects. Previous studies on endorsement types mostly
focus on celebrities, CEOs, and virtual character endorsements, and lack atten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new types of endorsements in the new era. This research has made a useful supplement, and compared
new endorsements with traditional endorsements based on the two-tier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 product
categories and different product popularity, providing specific references for brands to select product
endorsement methods in a targeted manner.

Key words: endorsement; streamer; product category; perceived quality; purchase intention; brand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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